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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i E led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movement, broke the dream of Yuan Shikai’s emperor, and was 
hailed as “the first person to recreate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wever, his attitude toward Yuan 
Shikai experienced the rejection, acceptance, support and gradual change with the change of Yuan 
Shikai’s political inclination, disappointed to the process of opposition. This process reflects the 
commonality between those, an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way of doing things, political 
concepts and status. Thes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run through those attitudes towards Yuan 
Shikai’s attitude, reflecting the profound impact of the colli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on the personal and national destiny of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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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护国运动打破了袁世凯称帝的梦想，也让蔡锷成为“再造民国第一人”，但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远比护

国之役所表现的要复杂，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随着袁世凯政治倾向的变化经历了从排斥、接受、鼎力支

持、逐步失望到举兵反对的过程。该过程反映出蔡袁之间既有共通之处，又存在处事方式、政治观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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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地位上的诸多差异。这些异同点贯穿蔡锷对袁世凯态度变化的始终，体现出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

碰撞对民初个人及国家命运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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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界对蔡锷的研究较多，但对其从“拥袁”到“讨袁”的态度转变过程的研究仍有很多探讨的余地，

这种转变过程集中体现了蔡锷思想的复杂性，并涉及了众多对国家走向有深刻影响的人物。对此过程进

行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民国初年中国精英阶层对如何建立新国家的迷茫探索。 

2. 从排斥到不排斥 

辛亥革命中，云南重九起义爆发，并成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为云南军都督。

这位青年都督不久就展现了卓越的政治能力，他通过稳民心、维护各民族团结、保治安、安抚各府厅州

县、与外国领事交涉等一系列举措，完成了云南省新旧政府的平稳过渡。他针对“非有集中统一之机关，

即无对外活动之资格”[1]的国际形势，建议先在武昌形成临时的统一机关，各省军政府代表汇聚于此共

筹国体，尽早得到列强承认，使新兴之国能直接加入国际团体。 
在湘军派兵助鄂援川的带动下，蔡锷决定派大军分三路入蜀，从而使整个西南成为辛亥革命的坚实

后盾，“川定东下，会师长江，共图北进，”[2]以便应对清廷的顽抗。 
蔡锷针对袁世凯的北伐之计顺应局势不断调整。1912 年 1 月初，他“派唐次长继尧为司令官率之入

蜀，或假道湘、黔，即会师武汉，直指卢龙”[3]；清军于南北停战期多次进兵，蔡锷不满南方政府一再

被动挨打，发电文指责武汉政府“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并表示滇军的北伐军队随时待命[4]；袁

世凯计划在北京开会讨论政体，蔡锷则认为此时议和纯属无用功，“惟有诉诸兵力耳，”[5]他组成第三

师团专事北伐；当升允进攻陕西，北伐滇军又“改道入川”助陕[6]；唐绍仪赴沪议和，蔡锷得知和议决

裂，“拟调临、蒙、开、广国民军八营继发”[7]加紧准备北伐；当他得知清帝退位，南北调和，便陆续

撤回北伐滇军。 
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改变，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当袁世凯效忠清廷，公开表示“余不

能为革命党”[8]，为清廷利益攻伐、议和时，蔡锷基本上对袁世凯持排斥态度，认为其议和并无诚意，

只为拖延时间，他主张革命军坚持北伐，对袁世凯主张的君主立宪主张更是反对，认为“定为君主国体，

则各省必不肯承认，战祸终无已时”[5]。 
话虽如此，蔡锷也希望袁世凯投诚革命，就在他积极准备北伐的过程中，也有对袁世凯较为欣赏的

言论：“项城闳才远略，实近代伟人。”申明其反对袁世凯未脱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身份而参与选举，

并表示“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9]。 
由此可见，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主要取决于袁世凯的政治倾向。 
蔡锷对袁世凯的强势态度在当时并非孤立。辛亥革命后，各地情况复杂。执掌大权者有革命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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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派，也有清朝旧臣；其独立目的也并非纯粹响应革命，甚至有些地方是为了防止其他地方的革命派来

夺权，才匆匆选择独立。各地独立后遭遇的来自清政府的压力也不尽相同，黎元洪所在的湖北军政府首

当其冲，尽管袁世凯为代表的清廷将黎元洪作为南北谈判的主要对象，与其就君主立宪进行谈判，实际

上其无法代表南方独立省份的意愿。部分省份“没有来自北洋军的攻击和压力，而又有革命党人的宣传

鼓动和请求，”[10]其态度自然不像湖北军政府那样慎重。云南省就属于这种情况，况且蔡锷作为非革命

派，在云南以革命派为主导的重九起义中成为都督，他代表云南发出的言论必然要照顾到革命派的想法。 
当袁氏投诚共和，代替孙中山成为新生国家领导者时，蔡锷反倒没有在孙、袁之间作抉择的纠结情

感。尤其在定都问题上，蔡锷也主张在北京建都，以便控御中外以及南北。至于南方政府颇为诟病的北

京积弊，他认为袁世凯有能力“破除畛域，以协群情，痛扫弊风，以新耳目，是秕政余毒，不至复生”

[11]，并表示“袁公当能力任天下之重”[12]。 
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由排斥转为不排斥，一方面有其个人的政治考量：在反对君主专制的前提下，

蔡锷对建设新国家极为热忱，且有自己的见解。早在云南独立之初，蔡锷就系统地提出了三条中央政府

组织纲要，一是定国名国体，他认为联邦制度不适合国情，应“设立民主立宪政府，内政外交均易措置。”

二是建设强有力的统一政府，三是扩张国防、缩小行政区域，以便消融疆界[13]。单就“强有力的统一政

府”来说，袁世凯比孙中山更符合蔡锷对国家领导人的期待。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初云南军政府乃至西南地区与中央的真实关系。蔡锷作为西南边陲的都督，

蔡锷尽己所能向中央建言献策，并代表云南省保持不偏不倚、服从中央的态度。 
此外，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转变的客观原因在于：革命军实力有限，与北洋军打仗胜算不大，且国

家四分五裂很容易引起列强瓜分，因此不战而达到国家统一是最好的选择。蔡锷就任云南都督以来着手

整顿西南大局，遭遇了川黔藏内乱、英法窥边以及云南赤贫等种种困境，极希望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尽快

形成，以解西南危局。 

3. 鼎力相助 

袁世凯政府成立到蔡锷入京这一阶段，蔡锷对袁世凯政府可谓积极响应、鼎力相助。 
军事方面，蔡锷着力甚重，他主张裁兵、军民分治、军人不党以及行政区域与军事区域分开划分。

他认为“民国罪魁，厥在军人，若能一律裁兵”[14]则各省财政支出大量减少，可供给中央，并减少兵祸。

各地起义遗留的军民共治问题亦亟待解决，蔡锷提议从官制入手，结合行政区域划分，统一全国的行政

规划及官员委任制度。他反对军人入党，原因在于军人的军事责任甚重，不适合“复为政界分心”；并

且“军人入党，则因政见之争持”，又有武力作为后盾，“恐内阁之推倒太易，”[15]于国不利。此外，

他积极配合中央稳定藏区及西南边境局势，犹费苦心。 
政党方面，蔡锷考虑到国家内外交困，“百喙争鸣”式的党见更增加了国家稳定运行的难度。他呼

吁“诸公顾念大局”，以国家为前提，而非“以党见为依违。”[16]他认为当时最需要强有力的统一政府

来指挥全国从新旧交替的混乱中走出来，大兴建设，而不是率先形成强大的政党集团左右政府运行，因

此建议原有各党自行解散，另组健全雏形，不要急求党势扩张，等国家做好了准备再行事。蔡锷对同盟

会的势力尤其戒备，极力反对参议院取消中央解散议会权的做法，“曾切商黔、蜀、桂各都督，意在拥

护政府，保障西南，以戢某政党(指同盟会)之狂潮，而纾大总统之顾虑”[17]。 
财政方面，尽管云南财政困难，“军兴以后，洋款赔款，以及旧时京协各饷，凡各省应解之款，屡

催无应”[18]，蔡锷仍尽力帮中央缓解财政困窘。他在云南筹办爱国公债、女子爱国富签公债，率领公务

员减薪，并严审公费、地方收入，不得稍有侵蚀[19]。此外，他积极响应财政部提取各省厘金的要求，呼

吁“各省有余力者，宜照旧解款中央”[20]，并提出云南捐二十万支持中央。此外，蔡锷对中央财政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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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建议，为防止债权外溢，主张“腹省各地，仍应由国家银行办理，既以自保债权，兼树民国信帜”

[21]。他认为国家财政困难不是因为贫瘠，而因开发无术，中央应该尽快划分税则、统一税收机关。 
外交方面，蔡锷曾多次强调加入国际团体的重要性，为了使列强国家承认民国政府，他致电袁世凯，

“宜派中外仰望之员为礼聘大使，能先得一二国承认，则其余亦易赞成。”并推荐孙中山担此大任[22]。 
上述几方面是蔡锷在帮助袁世凯政府巩固政权、建设国家等方面做出的努力。 
蔡锷极力想帮袁世凯政府变强大，这个愿望甚至使他刻意说服自己和他人理解袁世凯对待共和体制

及议会的不合理行为，并将由此引发的社会波动归咎于党争。 
较为典型的是蔡锷在面对宋教仁案和袁世凯私自借款事件时的反应。他认为宋教仁案是“各报章徒

以政见之不合”刻意攻击酿成的惨剧[23]。借款问题上，尽管他曾联通各省通过公债、国民捐解决中央政

府国用枯竭的问题，极力阻止中央向六国银行团借债，防止国权丧失，却就擅自借贷一事替袁世凯多加

辩护：“推翻借款，远患近忧，外争内乱，于势实万无可逃”[24]。 
对比有着革命党身份的江西都督李烈钧，他在对待诸如此类的事件时，态度与蔡锷截然不同，他反

对袁世凯私自与五国银行借款，并公开认为袁世凯是宋教仁案的元凶。蔡锷与李烈钧对待地方军政、民

政分治的态度更是对比明显，蔡锷配合中央下达的军民分治要求，交卸兼任民政长一职于罗佩金，李烈

钧则赶走了中央委派的民政长，闹了一出沸沸扬扬的“江西民政长事件”。 
宋教仁案激化了袁世凯同李烈钧、孙中山等人的矛盾，尽管黄兴、蔡锷等人都试图将此案控制在法

律解决的范围内，举兵反袁的二次革命还是开始了。 
蔡锷坚决反对二次革命。他估计，如果真的打内战，“今南北相竞，已不如前清政府之易与，则战

期延长，必数倍于前役，以后需索劫夺，独苦吾民。”[25]他深深感慨：“吾国人法律知识幼弱，对于国

家大计，往往感情用事，以致演出此种惨剧，陷国家于危险。”[26] 
蔡锷作为云南都督，他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云南的发展，“二次革命”后，北洋军源源不断地

进入南方各省，北洋及其附属军掌控了“除云南、贵州、广西和新疆在外的所有省区。”[27]他在保护云

南利益时，也坚持着实现政治理想、帮助国家成为强国的个人志向，他在二次革命等事件中对袁世凯的

支持，也代表了当时部分国人的态度，这种支持主要有以下几个缘由： 
第一，恐惧革命带来的内部分裂导致国家被列强瓜分。蔡锷曾劝告李烈钧：列强“正利用我有内乱，

以遂其实行瓜分之毒计。”即使对袁世凯不满意，也不必以国家命运为赌注，非要诉诸武力，“尚乞体

念现时国势之危险与后日亡国之痛苦，诰诫旧邦(部)解甲罢兵”[28]。 
第二，对于民国政府被国际认可的强烈愿望。民国成立一年多，既没有正式国会，也没有正式总统，

列强以此为由，不承认民国政府。这几点合在一起，大大加强当时人对中国会陷入“不国”的恐惧，并

加深了他们认为只有“正式”政府才能获得承认的观点。他们这种“对‘正式’的渴求，使得作为总统

唯一候选人的袁世凯不期然间几乎成了政治正规的代表者。”[29] 
当时的社会精英们对袁世凯的支持并非对其政权的完全认同，而是因为时局的发展，使他们认为袁

世凯作为政治正统能够带领国家走上正轨。当时很多人将民国初年的混乱归罪于革命党的恶性斗争。袁

世凯此时获得的民意支持极高，人们热切盼望着他在解决政党问题后，举国之力结束混乱局面、获得国

际认可，从而带领民国走向人们梦寐以求的振兴之路。 

4. 从支持到反对 

从1913年9月奉调入京到1915年11月离京反袁，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的过程，

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也从积极支持到逐渐失望再到坚决反对。 
“蔡锷的理想并非割据一方，做土霸王，他是想有益于国的，他需要更大的舞台，云南一隅终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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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他。”[30]蔡锷离滇入京的目的，可以从他的老师梁启超那里找到答案：一来怕军人揽政权，造成藩

镇割据局面，蔡锷想以身作则来纠正这种风气；二来他对外有所抱负，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理想

敌国；三来也因为身体不适，要稍为休息休息[31]。此外，根据蔡锷的电报，可知其入亰还为了“与袁总

统面商要政”、“承吾师指命为名誉理事”[32]。总之，他此次是满怀希望进京。 
袁世凯将蔡锷调至北京，有着控制、利用两方面考虑。将蔡锷调至中央有利于控制西南；另外，北

洋旧将权力日盛，逐渐脱离了袁的控制，袁想通过蔡锷这位军事名才改造北洋军，但遭到北洋军人的一

致反对，策士劝袁世凯：“北洋派是一个有地方色彩的团体，要在军事上有所改革，也只能用北方人而

不宜用南方人。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袁)安危的大问题，只能行之以渐而不能操之过急，否则祸变之来，

可能不在将来而在今日。”[33]于是袁世凯以徒有虚名的官职笼络蔡锷，蔡锷被任命为政治会议议员、参

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昭威将军以及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职，袁世凯始终没有让蔡锷插手军界

实务，但蔡锷对袁世凯的支持并未停止。 
对于袁世凯清扫国民党后的大肆集权，蔡锷没有反对，他对友人说：“吾人今日处兹乱世，认定一

事于道德良心均无悖逆，则应放胆做去，无所顾怯，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所谓既要仁慈又要痛苦也。”

[33]在蔡锷眼中，只要能尽快获得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出一个“终身大总统”也无妨。 
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随着“二十一条”事件日益恶化。已获无上权力的袁世凯为了保持自己的权

力，对外国的压榨采取了克制态度：1914 年一战爆发时不敢对德宣战，坐视日军强占胶东；1915 年面对

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掌握国家所有政治资源的他再一次选择了以国家利益换取个人统治的稳定。

蔡锷则坚持对日作战，他在参政院要求政府拒绝“二十一条”，并秘定对日作战计划交给袁世凯，希望

其拒绝“二十一条”。 
这次事件使他们划清界限，袁世凯清楚蔡锷的政治观点与己相背，警惕心大生，蔡锷对袁世凯的失

望也临近极点，而在京遭遇的北洋派排挤、所见的政府乱状、总统屡次承诺屡次失信的荒唐，也一同将

蔡锷对袁世凯的信心消耗殆尽。 
袁世凯对日态度的软弱不仅使他失去了蔡锷、梁启超等的支持，更使他与北洋实力派间的矛盾加剧。

主张对日强硬的段祺瑞也与袁世凯公开对抗，称病辞职。与自己的北洋力量分裂、失去最重要的武力支

柱的袁世凯，却浑浑噩噩做起皇帝梦：1915 年 8 月 14 日成立筹安会，12 月公开做皇帝，次年元旦正式

登基，定国号“洪宪”。 
筹安会成立第二天，蔡锷就赶往天津与老师梁启超见面，随后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34]反对复辟，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回到北京的蔡锷则逢人就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

营造与梁不合的假象，还领衔劝进，积极参与筹安会活动；另一方面，蔡锷开始联系各方人士筹划反袁。

11 月，他以病重就医为由离京，从天津、日本、香港、越南一路避开袁世凯的暗杀，辗转回到云南。12
月 25 日，云南发布梁启超撰写的《讨袁通电》，宣布独立，“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护国战争开始了。

这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运动持续数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数月后病逝。蔡锷反袁的重要影

响则在于： 
一方面，护国战争促成了“群龙无首”的乱世。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的北洋军人及各地实力派在

全国形成混乱的军阀割据。民初以来人们普遍期望的以共和制度涤荡陈浊，一开政治清明、国家富强之

先河的梦想被再次搁置。 
另一方面，蔡锷以袁世凯为例，给实权人士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以晚清袁氏这样一个沉浮宦海几

十载、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在其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刻都无法扭转历史前进的脚步，别有用心者们不得不

为之警醒。 
此外，护国之役也使得民主共和思想再一次深入人心，护国军以铁与血捍卫了共和国的尊严，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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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导者蔡锷也在后来民族危亡时每每被提及。抗战时期，其“护国军神”形象鼓舞全民抗击外敌，其

所代表的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及军事成就久久激励着国民[35]。 

5. 余论 

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几经变化，袁世凯则对他既赏识又忌惮，认为他的才能不在黄兴之下。这两位

人物对民初有极为深刻的影响，他们间的关联值得探讨。 
蔡锷和袁世凯有共通之处，这是他们互相赏识、认可的基础。二人均有着卓越的政治、军事能力。

他们在实际处理政务的过程中，对国家面临的诸多危机最为清楚，蔡锷反复向袁世凯政府强调的问题正

对应着袁世凯所面临的棘手现状。二人同以军事起家，军人特有的冷峻、务实气质在他们的政治理念上

均有显现，最为突出的就是二人都认为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国家得以存活的关键，蔡锷在袁世凯执政期

间对其的支持也主要以构建强大中央政府为目标。 
比共通之处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差异。 
首先，在处事方式上，蔡锷注重规则下的简洁高效，他“不要钱，不怕死”；袁世凯则惯于利用金

钱名利等收买人心，建立较为稳固的私人关系。私党是袁世凯的一大特色，除了为他所信任的北洋团体，

还有很多军政界人士甚至国民党人也被他用金钱贿买。袁世凯这种私党特色，为他带来了诸多好处，比

如“非袁不可”这句民初国民的口头禅。汪精卫认为“非袁不可”广为流传的原因在于：“以袁拥重兵

故。袁之部下，不知有国民，只知有袁宫保，使袁宫保在，专制可，共和亦无不可”。 
其次，在政治观念上，虽然二人都认为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国家发展的关键，但袁世凯认为不一定

非要在共和名义下追求国家发展，就算实行君主制也无妨，蔡锷则坚决反对任何君主制，这是他们的根

本分歧。与袁世凯对共和等新概念的缺乏相对，蔡锷师从梁启超，很早就接受维新思想，在留日期间对

照欧美多国政治制度写下了《军国民篇》，对共和制、联邦制、立宪制等都有较为系统的了解，他对民

国的发展很早就有较为清晰的理路，并一直坚持。 
另外，在身份地位上，袁世凯大多数时候是蔡锷的上司。蔡锷也渴望能得到这位上司的赏识、和他

干一番大事业，譬如建立一支用来防御理想敌国(日本)的强大军队等，而上述差异宛若鸿沟亘于二人之间，

再加上身份差异造成的无法平等亲密对话，两位国之栋梁终未能达成共识、携手将民国推上理想的发展

之路。 
蔡锷与袁世凯之间的异同实际上反映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每个个体不同程度的影响。袁世凯与

蔡锷有共同的传统文化基础，而西方文化受个人特性影响，对两人的行为思想产生了不同效果。这两种

文化的碰撞在民初的社会精英身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展现，人们普遍从西方先进文化中看到了国家发展的

希望，又有不少人习惯性的从传统治国理念中追寻国家的稳定富强。这种矛盾对蔡锷、袁世凯、宋教仁

等人的个人命运以及民初的国家走向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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